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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父母耐心程度（即时间偏好）对子女教育方式以
及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本文以父母在当期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选择作为其耐心程度的测
度，结果发现父母耐心程度每上升１个标准差，可以提高子女数学成绩和非认知能力０．０７个标准
差。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耐心的父母倾向于采用更科学的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教导子女。该机
制可以解释子女认知能力变化的９．２％和非认知能力变化的２０．９％。同时，父母耐心程度具有代
际传递性，较为耐心的父母养育的子女表现出较高的耐心程度。该机制能够解释子女非认知能力
变化的４５．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除家庭的物质投入和父母的时间投入外，父母的行为态度同
样有助于塑造后代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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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建设创新型国家已经成为国家“十三五”时
期的发展战略。人作为创新的主体，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例如城市的“人才争夺大战”，正是对人
的竞争。作为内化在“人才”中的人力资本，其有效培养和积累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
题。在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多个因素中，家庭环境在人力资本的禀赋和人的启蒙方面具有决定性作
用。母亲产期的健康、父母的陪伴时间（ｄｅｌ　Ｂｏｃ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父母的收入（Ｂｌａｕ，１９９９）、受教育程度
（Ｂｌａ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等都会影响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发展①。本文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父母的时
间偏好（ｔｉｍ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这一家庭因素出发，探讨其在子女人力资本积累中的作用。时间偏好指行
为人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值（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体现在行为人的耐心程度②。目前
在学界，尚没有文献对父母耐心程度如何影响子女人力资本表现这一问题进行详细的实证解答。本
文的立题依据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已有文献发现，越耐心的个体往往也会有较高的认知能力（Ｄｏｈｍ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个体的耐

心程度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工作表现、业绩甚至收入（Ｇｏｌｓｔｅｙ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ｖａｎ　Ｈｕｉｚｅｎ　＆ Ａｌｅｓｓｉｅ，

２０１５）。时间偏好对儿童也有显著的影响：缺乏耐心的儿童，在未来会有更低的健康水平，更低的受
教育程度和更低的收入（Ｇｏｌｓｔｅｙ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其次，学者们发现，父母的时间偏好和子女的时间偏
好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即代际传递性）。再次，父母的耐心程度被认为是塑造子女行为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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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是构成人力资本最主要的两个方面。认知能力主要指智商和学业表现，非认知能力则主要
体现在情商、心理和行为方面。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于个体受教育程度、就业和收入均有着重要的作用（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黄国英、谢宇，２０１７）。

参考Ｂｅｃｋｅｒ　＆ Ｍｕｌｌｉｇａｎ（１９９７）和Ｇｏｌｓｔｅｙ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的研究，耐心程度是个体时间偏好的外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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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父母的耐心程度越高，子女吸烟的概率越低（Ｈｅａｔｈｅｒ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ｏｌ，２０１４），儿童肥胖的概率
越小（Ｓｔｏｋｌｏｓ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鉴于以上的研究证据，父母的耐心程度除了对自身产生影响外，是否会
影响对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而影响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耐心程度较差的父母而言，

他们是否会从教育方式、代际传递以及由于自身不良的行为而影响到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

基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简称ＣＦＰＳ）数据，对以上问
题进行解答。本文以父母在当期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选择作为时间偏好，即耐心程度的测量，研究了
其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是对耐心程度的代际影响以及儿童教育生产函数
相关问题的探索和实证补充。研究发现，较为耐心的父母有助于子女数学成绩和自律能力的提高。

具体来讲，父母的耐心程度每上升１个标准差，会提高子女数学成绩０．０７个标准差，以及自律能力

０．０７个标准差。

本文进一步从父母的教育方式、耐心程度的代际传递和父母行为三个方面分析了其影响机制：

首先，耐心的父母倾向于采用更为科学的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教导子女。本文发现，父母耐心程度
每上升１个标准差，会提高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０．１２个标准差，进而提升子女数学成绩０．００９
个标准差以及自律能力０．０１４个标准差。即，该影响机制解释了子女数学成绩变化的９．２％和非认
知能力变化的２０．９％。其次，父母的耐心程度具有明显的代际传递性，父母耐心程度每提高１个标
准差，可以提高子女的耐心程度０．１４个标准差，进一步提升子女的自律能力０．０２５个标准差。该影
响机制可以解释子女自律能力变化的４５．５％。再次，尽管本文发现更为耐心的父母会降低酗酒行为

３．４个百分点，但其并不能解释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变化，因此，本文没有发现父母耐心程度通
过父母行为影响子女人力资本的证据。总体来讲，更为耐心的父母所采取的更为科学的教育方式有
助于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提升，父母耐心的代际传递性主要有助于子女非认知能力的提升。

本文从多个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确保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父母耐心程度的内生性问题
是在研究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人力资本表现的影响时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父母的耐心程度会由
于子女的学业或行为表现而受到影响，而儿童和家庭中某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可能会同时影响儿童的
人力资本与父母耐心程度，从而影响因果效应的识别。首先，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父母在
早期（２～１８岁）的灾害经历作为父母耐心程度的工具变量。在第一阶段的回归中，本文发现父母在

５～１４岁关键时期经历严重灾害、在２～４岁和１５～１８岁非关键时期经历灾害时耐心程度更好，但在
关键时期经历灾害耐心程度更差。借助于这一工具变量，本文将外生的父母的耐心程度的变化与子
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建立联系，并验证了父母耐心程度对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其次，

由于时间偏好与风险偏好存在相关性，为了避免儿童表现的变化是由于父母风险偏好而不是时间偏
好所引起，本文进一步控制了父母的风险偏好，并发现了一致的结论。

相比于以往的文献，本文主要有两点创新：首先，本文侧重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人力资本“代际
影响”的因果关系，并发现了显著因果效应的证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个体耐心程度对后代人
力资本积累的相关研究；其次，在影响机制方面，本文发现，父母耐心程度的代际传递性以及耐心的
父母会采用更支持儿童发展的科学教育方式，是影响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关键机制。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家庭在保证对子女的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以外，也不应该忽视自身的耐
心程度，由于其内化在自身的性格之中，不易被发现和改变，但是其对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挥
着潜移默化的作用，需要审视和重视。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开展社会活动引导家长注重自身的耐
心程度有助于提高物质投入的回报率。

二、文献回顾

人们在现在的效用和未来的效用间如何选择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而蕴藏在其
中的关于时间偏好的研究更是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时间
偏好的定义，时间偏好对个体人力资本的发展和时间偏好的代际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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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以往的文献将时间偏好界定为行为人在当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价值，其实质是跨期
替代的选择（Ｏｌｓｏｎ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８１；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２０１２）①。Ｂｅｃｋｅｒ　＆ Ｍｕｌｌｉｇａｎ（１９９７）认为
时间偏好率（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不耐心（ｉｍｐａｔｉｅｎｃｅ）和贴现系数（ｄｉｓｃｏｕ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都可以用来
表达“时间偏好”的概念。Ｇｏｌｓｔｅｙ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认为时间偏好是与一个人的耐心程度有关的。同时，

Ａｓｈｒａ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认为具有耐心的个体更倾向于增加储蓄用于未来的消费。在国内的研究方面，姚
东旻等（２０１９）发现对未来时间偏好更强的家庭更容易进行储蓄。因此，本文也采用个体在当期消费
和储蓄之间的选择作为父母时间偏好的测度，这也是文献中测度时间偏好的标准做法。
其次，时间偏好对于个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就业方面，不耐心的个体在找工作过程中

更不努力（ＤｅｌｌａＶｉｇｎａ　＆Ｐａｓ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而耐心的个体在工作中会更努力，并且会花费更多的时
间寻找工作职位，从而提升自己（ｖａｎ　Ｈｕｉｚｅｎ　＆Ａｌｅｓｓｉｅ，２０１５）。个体时间偏好对生活习惯和社会行
为也有较大的影响，不耐心的个体生活方式更不健康（Ｃｈａｂｒｉ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９），更容易背
负信用卡欠债（Ｍｅｉｅｒ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２０１０；Ａｋｅｒｌｕｎ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大量文献也证明了时间偏好对学业
和行为表现的重要作用，耐心的个体往往也会有较高的认知能力（Ｄｏｈｍ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不耐心的学
生尽管在学习努力方面与耐心的学生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学业表现方面较差，测试分数更
低，并且更不容易通过期末考试（Ｎｏｎ　＆Ｔｅｍｐｅｌａａｒ，２０１６）。Ｍｉｓｃｈｅｌ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也发现了儿童耐心
程度越高，未来的学业表现会越好。对于在校行为表现，不耐心的儿童更容易违反学校纪律
（Ｃａｓｔｉｌｌ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而在提高儿童的耐心程度后，可以有效降低其不良行为的发生概率（Ａｌａｎ　＆
Ｅｒｔａｃ，２０１８）。
再次，关于时间偏好的代际传递性方面，大部分文献也发现了父母的时间偏好和子女的时间偏

好之间存在强相关性（即存在代际传递性）（Ｗｅｂｌｅｙ　＆ Ｎｙｈｕｓ，２００６；Ｋｏｓｓｅ　＆Ｐｆｅｉｆｆｅｒ，２０１２）。部分
文献对父母时间偏好和子女不良行为进行了考量，如 Ｈｅａｔｈｅｒ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ｏｌ（２０１４）发现母亲的时间
偏好与子女吸烟行为有关。
总而言之，目前的文献发现时间偏好对个体自身表现存在多方面的联系，并且父母的时间偏好

具有代际传递性，父母的不良行为也会传递到子代。但是，关于父母时间偏好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
能力发展的研究还鲜有文献涉及。厘清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明确父母耐心程度在人力资本生产函数
中的作用。

三、数据及统计描述和实证模型

（一）样本数据介绍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该调查采用分层、与人口成比例的ＰＰＳ抽样方法，

对中国内地除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以外的２５个省、市、自治区的家庭进行调查。本文选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四轮追踪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父母的耐心程度（时间偏好）。正如上文所述，Ａｓｈｒａｆ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和

姚东旻等（２０１９）发现耐心的个体倾向于增加当前储蓄。因此，本文以个体在当期消费和储蓄之间的
选择作为父母耐心程度的测度。基于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调查中询问被访者对于问题“花钱比存钱更能让
我满足”的认可程度②，测量个体的时间偏好。该问题仅在ＣＦＰＳ　２０１４年的调查中询问家庭财务管
理人。问题以５级Ｌｉｋｅｒｔ量表衡量，评分为１～５，１表示“完全不符合”，２表示“比较不符合”，３表示
“一般符合”，４表示“比较符合”，５表示“完全符合”。为了方便表述，本文将该问题得分进行反向处
理：１表示“完全符合”，而５分表示“完全不符合”。因此，该变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跨期替代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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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ｌｓｏｎ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８１）认为在探讨时间偏好问题时，还需要基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消费在任何时刻都存在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同时效用函数是一个不随时间和消费数量而改变的函数；第二，未来的贴现与现在的效用问题。

ＣＦＰＳ数据中仅２０１４年询问了这一问题。



　 　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中，越倾向于储蓄以待未来使用（即存钱更令其满足），本文将其称为“耐心程度更高”或“更耐心”①。
同时，参考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的做法，本文将所得时间偏好分数进行标准化，使得其均值为０，标准差
为１②。在得到家庭财务管理人的时间偏好的衡量指标后，本文将被访者的时间偏好与儿童信息进
行匹配，即仅保留财务管理人是儿童父亲或母亲的样本。
本文关注１０～１５岁青少年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青少年的认知能力得分取自于ＣＦＰＳ认知能

力测试中儿童的字词和数学成绩，其中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的调查为同一套测试题，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６年
的调查采用另一套测试题。为了避免不同试题难度的差异，以及不同年龄青少年回答相同试题产生
的系统性偏差，本文将字词和数学成绩按青少年的年龄和调查年份进行标准化，得到均值为０，标准
差为１的标准化成绩。
本文主要从行为方式方面衡量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表现。目前关于非认知能力的衡量方法学

界尚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心理、情感和行为等测度均被用于对非认知能力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
以儿童的行为方式衡量非认知能力是具有很大前景性的研究方法（Ｈｅｃｋ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因为它可
以克服心理测试中主观感觉的偏差。子女的行为表现通过ＣＦＰＳ问卷中询问父母关于子女行为表
现的７个问题的评价得到。这７个问题分别为：“这个孩子学习很努力”“这个孩子会在完成家庭作
业之后检查数遍，看看是否正确”“这个孩子只在完成家庭作业之后才玩”“这个孩子做事时注意力集
中”“这个孩子遵规守纪”“这个孩子一旦开始去做某个事情时，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它”“这个孩子喜
欢把自己的物品摆放整齐”。ＣＦＰＳ的４年调查均包含了这７个问题。这些问题采用５级Ｌｉｋｅｒｔ量
表评分，１表示“十分同意”，５表示“十分不同意”。本文将负向评分正向化，因此，评分越高表明儿童
的非认知能力表现越好。进一步，本文将７个问题的分数进行加总，再按年龄和调查年份标准化为
均值是０，标准差是１的分数。由于这７个问题主要反映子女的自律能力，为方便表述，本文称青少
年的非认知能力为自律能力。
由于只有２０１４年的调查询问了父母的时间偏好，本文将父母２０１４年的时间偏好与子女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测度进行匹配，最终可以得到的样本量为

１４９０。合并４年数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小样本导致的估计精度较弱问题。其背后的假设是父
母的时间偏好具有较小的时变性，原因是个体的时间偏好取决于人们的成长环境和习惯，一旦形成
在短期内不易发生改变（Ｍｅｉｅｒ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２０１０）。本文还放松了这一假设，研究２０１４年父母的耐
心程度对子女未来（２０１６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③。
表１对本文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第（１）（２）列报告了总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对于青

少年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而言，标准化后的数学、字词和自律能力分数均值为０，标准差为１。本文
使用青少年的性别、年龄、身高、受教育阶段、父母预期成绩和兄弟姐妹个数作为衡量青少年个体特
征的控制变量。其中，青少年的性别以青少年是否为男孩表示，若青少年为男孩取值为１，否则取值
为０。年龄使用岁数作为计数单位，身高使用厘米作为计数单位。青少年受教育阶段是一个有序变
量，１～８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父母预期成绩以百
分制计算，表示父母对子女本学期／下学期平均成绩的期望。在本文的样本中，男孩的比例约为

５０．３％，平均年龄为１２．５岁，平均身高为１５４厘米，大多处在义务教育的阶段（４９％处于小学阶段，

４７％处于初中阶段），父母期望孩子的平均成绩为９０．８分（满分为１００分），平均拥有０．５个兄弟姐
妹。本文使用父母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储蓄和家庭总收入作为父母和家庭特征。其中，家
庭储蓄和家庭总收入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到以２０１０年为基期的储蓄和收入。在父母家庭特征
方面，父母的时间偏好平均原始得分为３．７分，标准化后的得分均值为０。父亲平均年龄为４１．３岁，

—０４—

①

②

③

如前文所述，时间偏好的本质为跨期替代选择（Ｏｌｓｏｎ　＆Ｂａｉｌｅｙ，１９８１；Ａｎｄｒｅｏｎｉ　＆Ｓｐｒｅｎｇｅｒ，２０１２），而“耐心程
度”是时间偏好的外在表现（Ｂｅｃｋｅｒ　＆ Ｍｕｌｌｉｇａｎ，１９９７；Ｇｏｌｓｔｅｙ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标准化方法为原始取值减样本均值再除以标准差，对其他变量的标准化方法相同。

篇幅所限，留存备索或参考经济学动态网站相应工作论文。



母亲平均年龄为３９．３岁。父亲的受教育年限为１０．７年，略高于母亲的受教育年限（９．９年）。父母
受教育年限均刚刚超过义务教育所规定的９年水平。家庭平均储蓄和家庭平均收入为３８２６５元和

５６８３５元。

表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总样本 低耐心程度父母 高耐心程度父母 差值

均值／标准差
（１）

样本容量
（２）

均值／标准差
（３）

样本容量
（４）

均值／标准差
（５）

样本容量
（６）

（５）－（３）
（７）

Ｐａｎｅｌ　Ａ青少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

数学成绩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２）

１４９０
－０．０９９
（１．０６７）

５８０
０．０６３
（０．９３７）

９１０　 ０．１６３＊＊＊

字词成绩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２）

１４９０
－０．０７８
（１．０３８）

５８０
０．０５０
（０．９６０）

９１０　 ０．１２８＊＊

自律能力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２）

１４９０
－０．０３０
（１．０２１）

５８０
０．０１９
（０．９７４）

９１０　 ０．０４９

男孩
０．５０３
（０．５００）

１４９０
０．５３８
（０．４９９）

５８０
０．４８１
（０．５００）

９１０ －０．０５７＊＊

年龄
１２．５３０
（１．７０２）

１４９０
１２．５３３
（１．７１４）

５８０
１２．５２９
（１．６９６）

９１０ －０．００４

身高
１５３．９６６
（１３．５７１）

１４９０
１５３．６４５
（１３．６１０）

５８０
１５４．１７１
（１３．５４９）

９１０　 ０．５２７

父母预期成绩
９０．８２９
（７．７５３）

１４９０
９０．７８３
（８．１８７）

５８０
９０．８５８
（７．４６７）

９１０　 ０．０７５

兄弟姐妹个数
０．４９７
（０．６７９）

１４９０
０．４９５
（０．６５３）

５８０
０．４９８
（０．６９５）

９１０　 ０．００３

上小学人数占比 ０．４９１　 １４９０　 ０．５０４　 ５８０　 ０．４８４　 ９１０ －０．０２０

上初中人数占比 ０．４７２　 １４９０　 ０．４５５　 ５８０　 ０．４８２　 ９１０　 ０．０２７

上高中人数占比 ０．０３７　 １４９０　 ０．０４１　 ５８０　 ０．０３４　 ９１０ －０．００７

Ｐａｎｅｌ　Ｂ父母和家庭特征

父母时间偏好（原
始）

３．７０９
（１．２１３）

１４９０
２．４０９
（０．７８４）

５８０
４．５３８
（０．４９９）

９１０　 ２．１３０＊＊＊

父母时间偏好（标
准化）

－０．０００
（０．９９２）

１４９０
－１．０５９
（０．６５２）

５８０
０．６７５
（０．４１１）

９１０　 １．７３５＊＊＊

父亲年龄
４１．２８９
（４．４６４）

１４９０
４１．４４５
（４．６６１）

５８０
４１．１９０
（４．３３４）

９１０ －０．２５５

母亲年龄
３９．３０７
（４．２８８）

１４９０
３９．５６４
（４．２６９）

５８０
３９．１４３
（４．２９４）

９１０ －０．４２１＊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１０．６６９
（３．４７３）

１４９０
１０．６４８
（３．４４１）

５８０
１０．６８２
（３．４９５）

９１０　 ０．０３４

母亲受教育年限
９．８５６
（３．９６７）

１４９０
９．９６９
（４．０８３）

５８０
９．７８４
（３．８９１）

９１０ －０．１８５

家庭储蓄（元） ３８２６５
（９０４４１）

１４９０
３３０１０
（７１８００）

５８０
４１６１５
（１００４２９）

９１０　 ８６０４＊

家庭总收入（元） ５６８３５
（９７９８９）

１４９０
６５１２３
（１２５９６４）

５８０
５１５５２
（７４４９８）

９１０ －１３５７２＊＊＊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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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

总样本 低耐心程度父母 高耐心程度父母 差值

均值／标准差
（１）

样本容量
（２）

均值／标准差
（３）

样本容量
（４）

均值／标准差
（５）

样本容量
（６）

（５）－（３）
（７）

Ｐａｎｅｌ　Ｃ机制变量

父母酗酒行为（是
＝１）

０．３０２
（０．４５９）

１２３３
０．３２０
（０．４６７）

４８２
０．２９０
（０．４５４）

７５１ －０．０２９

父母教育方式
１１．２９９
（２．３４１）

４９５
１０．９５３
（２．４０７）

１９１
１１．５１６
（２．２７６）

３０４　 ０．５６４＊＊＊

子女时间偏好
３．１３２
（１．０２１）

７７５
３．０９０
（１．０１１）

２９９
３．１５８
（１．０２７）

４７６　 ０．０６７

　　注：样本数据为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的调查数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
水平上显著，下同。父母时间偏好取自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的数据。家庭储蓄和家庭收入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到以
２０１０年为基期的储蓄和收入。父母酗酒行为取自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６年数据，父母教育方式取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子女时间偏好取自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第（７）列报告了第（５）列和第
（３）列均值的差异。

表１的第（３）～（６）列比较了耐心程度高和耐心程度低的父母的样本。本文将父母时间偏好得
分小于或等于３定义为低耐心程度，将父母时间偏好得分大于３定义为高耐心程度。可以发现，高
耐心程度父母生育子女的标准化数学成绩和字词成绩分别为０．０６和０．０５分，显著高于低耐心程度
父母生育的子女（其值分别为－０．１０和－０．０８分）。并且，高耐心程度父母生育子女的标准化自律
能力分数也较高，虽然两组的差异并不显著。关于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因
果关系，还需要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本文发现，在子女年龄、身高、受教育阶段、父母预期成
绩、兄弟姐妹个数、父亲年龄和父母受教育年限方面，高、低耐心程度的父母样本均没有显著的差异。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低耐心程度父母的家庭收入更高，但储蓄更低。鉴于这一差异，在回归中本
文始终对家庭收入和家庭储蓄进行控制。
另外，本文将从父母的酗酒行为、父母的教育方式和时间偏好的代际传递三个方面探讨父母时

间偏好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表１的Ｐａｎｅｌ　Ｃ展示了相关的机制变量。本文在ＣＦＰＳ数据中选取
了关于酗酒行为的问题“过去１个月，您是否每周喝酒３次以上”，来衡量父母的酗酒情况。若父母
每周喝酒３次以上，该变量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如果父亲或母亲有一人酗酒，本文认为这个家
庭父母有酗酒行为。剔除缺失值后，最终得到的样本量为１２３３个。父母的酗酒行为概率均值为

０．３０，与父母时间偏好（原始分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７，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关于父母的教育方
式，本文基于青少年对于父母的教育方式进行衡量，从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调查中①，
本文基于青少年的回答选择了三个问题，分别为“当你做得不对时，家长会问清楚原因，并与你讨论
该怎样做”“家长鼓励你独立思考问题”“家长要你做事时，会跟你讲这样做的原因”。每一个问题以

Ｌｉｋｅｒｔ量表的１～５分作答，表示父母从事上述行为的频率，即“从不”“极少”“有时”“经常”“总是”。
本文将３个变量的得分相加，并且按青少年的年龄和调查年份进行标准化，将其称为“自主支持式教
育倾向”。该变量取值越高，表明父母越倾向于采用自主支持式教育。本文将其定义为父母进行自
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原始得分均值为１１．３分。父母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与父母时间偏好
（原始得分）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１，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即父母时间偏好可能会影响父母对子女的自
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较为遗憾的是，在ＣＦＰＳ调查中，如果某一年调查了父母的教育方式，后面
年份的调查不再继续询问有关教育方式的问题。因此，本文仅能获得包含４９５个观测值的样本数
据。子女的时间偏好以儿童对问题“我做事情细致周全”的回答进行构建。该问题以５级Ｌｉｋｅｒｔ量
表衡量，其中，１表示“十分不同意”，５表示“十分同意”。本文进一步按青少年年龄和调查年份标准

—２４—
①父母教育方式变量只在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调查中涉及。



化成均值为０，标准差为１的标准化分数。该问题仅在ＣＦＰＳ　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调查中涉及，原始
得分均值为３．１３分，子女时间偏好和父母时间偏好（原始分数）的相关系数为０．０７，在１０％的水平
上显著，预示着耐心程度可能具有代际传递性。
图１柱形图绘制了父母时间偏好的分布，可以发现样本中时间偏好取值大于或等于３的比重更

高。图１还描绘了耐心程度不同的父母与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分数关系。可以发现，对于子女
的数学成绩和自律分数而言，父母时间偏好分数取值高时普遍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较为耐心
的父母，他们的子女在数学和自律能力方面表现更好。相比较，对于字词成绩而言，则没有上述的
规律。

图１　父母时间偏好及其与儿童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
尽管通过初步的统计描述，本文发现子女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与父母的耐心程度存在相关关

系，但父母的耐心程度是否和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存在因果效应，还需要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分
析。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Ｙｉｃｔ ＝α＋βｔｉｍ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ｃｔ＋Ｘ′ｉｃｔΓ＋λｃ＋γｔ＋εｉｃｔ （１）

其中，ｉ表示儿童，ｃ表示县，ｔ表示调查年份。Ｙｉｃｔ表示居住在县ｃ、在年份ｔ接受调查的儿童ｉ的认

知能力（字词或者数学成绩）或非认知能力（自律能力）。ｔｉｍ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ｃｔ指儿童ｉ的父亲或母亲的时间
偏好（耐心程度）①，使用标准化后的分数（在后文的所有回归中，均使用标准化的父亲或母亲的时间
偏好得分）。Ｘｉｃｔ表示儿童ｉ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身高、受教育阶段、父母预期的成绩和兄
弟姐妹个数）以及家庭特征（包括父母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对数后的家庭储蓄以及家庭收入）。另
外，λｃ 为县的固定效应，γｔ为调查年份的固定效应，εｉｃｔ为随机误差项。本文关注ｔｉｍ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ｃｔ的
估计系数β，表示父母的耐心程度上升１个标准差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在条件

Ｅ［εｉｃｔ·ｔｉｍ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Ｘｉｃｔ，λｃ，γｔ］＝０成立时，可以得到系数β的一致估计。考虑到县级层面儿童表
现的相关性，回归中将标准误聚类（ｃｌｕｓｔｅｒ）在县级层面。

尽管本文已经尽可能地控制了儿童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但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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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ＣＦＰＳ询问了家庭财务管理人的时间偏好。考虑到一个家庭的财务管理人不一定是子女的主要照料者，并且，

由于更耐心的家庭成员更有可能成为家庭财务管理人，这将导致在匹配家庭财务管理人与儿童父母的过程中，本文
的样本存在拥有高耐心程度的父母的儿童的比例更大的现象，也会使得本文的估计结果低估真实的效应。因此，本
文所得估计结果是一个下限（ｌｏｗｅｒ　ｂｏｕｎｄ）。本文还对该问题进行了更详细的讨论。篇幅所限，留存备索或参考经济
学动态网站相应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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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得到因果效应。首先，父母的耐心程度可能会随着子女的表现而改变，比如，当子女成绩达不到
预期时，父母的耐心程度会下降。其次，遗漏变量问题。式（１）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从而使得条件

Ｅ［εｉｃｔ·ｔｉｍ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Ｘｉｃｔ，λｃ，γｔ］≠０。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父母早期（２～１８岁）的灾害
经历作为父母耐心程度的工具变量①。早期的灾害经历可以通过塑造个体的情绪认知以及一系列
心理因素，从而影响到个体未来的耐心程度（姚东旻等，２０１９）。

本文考虑了父母在２～１８岁的灾害经历，没有包含０～２岁是考虑到这一阶段的儿童没有主观
意识。并在２～１８岁中定义出敏感阶段５～１４岁。定义敏感阶段是考虑到个体在这个年龄段处于
“塑型期”，其经历会影响未来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产生永久记忆并影响性格。参考Ｂｅｒｎｉ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的研究②，本文将敏感阶段中的灾害经历区分为普通灾害和严重灾害。因此，本文选用的
工具变量包含３个：５～１４岁是否经历灾害、５～１４岁是否经历严重灾害以及２～４岁和１５～１８岁
是否经历灾害。可以合理地认为，父母在早期的灾害经历并不会影响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
另一个考虑是，如果父母和子女的出生地是相同的，父母的灾害经历可能与子女的灾害经历正相
关，子女的灾害经历可能影响子女的耐心程度进而影响他们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本文的估计模
型可以避免地理上导致的灾害的代际相关问题，这是因为模型中加入了县固定效应，这一问题可
以得到解决。
本文的灾害数据通过中国灾情报告、中国气象数据网和网络数据筛选搜索而得，包含的年份为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的地市级灾害数据③。具体灾害类别为台风、地震、干旱、洪水、风暴潮和风雹。通过
父母的出生地和父母的出生年份（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年出生的样本）与ＣＦＰＳ的样本进行匹配，最终得到
的样本容量为１４０８个。根据受灾死亡率，本文将受灾死亡率大于０．０５人／万人的灾害，定义为严
重灾害，如果父母在５～１４岁中经历了严重灾害，则变量“５～１４岁是否经历严重灾害”取值１，否
则为０。如果父母在５～１４岁经历了灾害，则定义变量“５～１４岁是否经历灾害”取值１，否则为０。
同样，如果父母在２～４岁或１５～１８岁经历灾害，则变量“２～４岁或１５～１８岁是否经历灾害”取值
为１，否则为０。
采用工具变量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ｔｗｏ－ｓｔａｇ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简称２ＳＬＳ），估计模型为：

第一阶段：ｔｉｍ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ｃｔ ＝θ０＋∑
３

ｊ＝１θｊＺ
ｊ
ｉｃｔ＋Ｘ′ｉｃｔΘ＋λｃ＋γｔ＋ξｉｃｔ

第二阶段：Ｙｉｃｔ ＝ρ０＋ρ１ｔｉｍ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ｃｔ^＋Ｘ′ｉｃｔΓ＋λｃ＋γｔ＋∈ｉｃｔ （２）

其中，Ｚｊｉｃｔ代表三个工具变量：５～１４岁是否经历严重灾害，５～１４岁是否经历灾害，２～４岁或１５～

１８岁是否经历灾害。ｔｉｍｅ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ｃｔ^为第一阶段回归的拟合值。其他变量定义与式（１）相同。标
准误聚类在县级层面。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结果
表２报告了基于式（１）的估计结果。第（１）～（４）列是对儿童认知能力的估计结果。第（１）列表

明，在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更加耐心的父母有助于子女数学成绩的显著提高。具体来讲，父母耐
心程度每增加１个标准差，儿童的数学成绩就提高０．０５２个标准差。第（２）列显示，在加入了子女特
征和家庭特征后，父母耐心程度每增加１个标准差，会提高子女数学成绩０．０６５个标准差，结果在

—４４—

①

②

③

姚东旻等（２０１９）发现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家庭时间偏好增强，更容易进行储蓄；同时，程令国、张晔（２０１１）也
发现了早期经历大饥荒的户主家庭有更高的储蓄倾向。

Ｂｅｒｎｉ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发现个体早期经历中等灾害或者严重灾害对风险偏好的影响存在差异，经历了严重灾害的
个体会表现出较弱的风险偏好，而经历中等灾害的个体会偏好风险。

如果没有获得某城市在某一年份的灾害数据，则以该城市所在省的同年数据代替。



５％的水平上显著。相比第（１）列结果，第（２）列的估计结果有所增加，这表明第（１）列中未控制的变
量导致了估计系数产生向下的偏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未控制的父母收入与子女的学习成绩正相
关，同时与父母的耐心程度负相关（收入越高的家庭更喜欢当前消费）。表２第（３）（４）列的结果表
明，父母的耐心程度对子女的字词成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尽管本文发现估计系数为正，但影响效果
接近于０。这也与图１的结果相似。表２第（５）（６）列显示的是父母的耐心程度对子女非认知能力
（自律能力）的影响。第（５）列显示在不加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父母耐心程度上升１个标准差，在５％
的水平上提高了子女的自律能力０．０７１个标准差。第（６）列显示，在加了子女和家庭特征后，估计系
数为０．０７４，并且仍然在５％的水平上异于０。这一结果表明耐心的父母倾向于提高子女的自律能
力。总之，表２的结果表明父母耐心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子女数学成绩和自律能力的提升。

表２　父母耐心程度对青少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数学成绩 字词成绩 自律能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父母时间偏好（耐
心）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１）

年龄
－０．０９７＊＊
（０．０３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１）

男孩
０．１１５＊
（０．０６０）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５）

－０．２６６＊＊＊
（０．０７０）

身高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受教育阶段
０．３５５＊＊＊
（０．０９４）

０．３０４＊＊＊
（０．０９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４）

父母预期成绩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５）

兄弟姐妹个数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９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６）

父亲年龄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

母亲年龄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母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家庭储蓄对数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家庭收入对数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７）

样本容量 １４９０　 １４９０　 １４９０　 １４９０　 １４９０　 １４９０

　　注：将ＣＦＰＳ　４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估计，估计方程为模型（１）。各回归均控制了年份和县固定效应。括号
内为标准误，聚类在县级层面，下同。

基准结果的估计面临几个潜在的问题。第一，某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可能会同时影响儿童的数学
成绩、字词成绩和自律能力，即各方程之间的扰动项存在相关性。考虑到这一问题，本文通过似不相
关回归（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ＵＲ），重新估计父母时间偏好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
的影响。基于ＳＵＲ方程得出的结果与表２的估计基本一致。第二，可能不同支出水平会影响父母
在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选择，因此，估计所得父母耐心程度的影响可能包含了支出的效果。基于这一
考虑，本文还对家庭支出变量———家庭总支出、家庭消费性支出、家庭建房购房贷款支出和家庭总房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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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ＣＦＰＳ根据家庭住房负债信息计算所得）进行了控制。以上四个变量均使用ＣＰＩ指数将其调整
为基期为２０１０年的价格，由于家庭支出以及房贷数据的缺失，样本量减少为１４１７个。结果显示在
对家庭支出水平进行控制后所得主要结论相同。第三，本文使用“花钱比存钱更能让我满足”的认可
程度来测量耐心程度，那么父母的耐心程度是否反映的只是父母教育支出水平，进而影响子女的认
知和非认知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若父母耐心程度更高，则更喜欢存钱，即减少对子女的教育支出，
会导致子女表现下降。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却发现耐心的父母养育的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更高。
当然，若这种影响存在会导致本文的估计结果低估真实的影响。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本文选用了四
个变量衡量教育支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家庭是否为子女教育存钱，家庭总教育支出以及家庭
文教娱乐支出）。基于类似式（１）的设定，以这四个变量为被解释变量，对父母耐心程度进行估计，发
现父母耐心程度并不影响这些教育支出变量，这说明本文对父母耐心程度的衡量不会通过教育支出
间接影响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①。

（二）机制分析
父母的耐心程度能够影响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可能存在三个渠道。首先，已有的研究表明，

不耐心的父母由于难以管理自己的情绪，会更多地借助于外界的手段缓解压力和控制情绪，因此更
容易吸烟和酗酒（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１９９９；Ｐｅｔｒｙ，２００１）；其次，从父母教育方式来看，不耐心的父母可能对子
女的教育方式也缺乏耐心（Ｂｒｅｔｈｅｒｔｏｎ，１９９２），从而对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造成影响；再次，
父母的不耐心程度会产生代际的传递性，因而通过子女的不耐心程度影响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
表现（Ｄｏｈｍ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Ｗｅｂｌｅｙ　＆Ｎｙｈｕｓ，２００６）。

１．父母行为。首先，本文验证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影响的第一条途径，即耐心程度较弱的
父母是否会更容易酗酒，为子女树立不好的榜样，从而对子女产生不利的影响。为了研究父母
耐心程度与自身的酗酒行为的关系，本文在ＣＦＰＳ中选取了关于酗酒行为的问题“过去１个月，
您是否每周喝酒３次以上”衡量父母的酗酒情况。在剔除缺失值后，最终可以得到１２３３个
样本②。
本文仍然使用类似式（１）的设定，并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家庭中父母是否存在酗酒行为。表３

第（１）列报告了估计结果，从中可以发现父母耐心程度对家庭的酗酒行为有显著的影响，父母耐心程
度每提高１个标准差，家庭中父母酗酒的概率降低３．４％，结果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越耐
心的父母酗酒的概率越低。表３第（２）（５）（８）列报告了父母酗酒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解释变量为父母是否酗酒，控制变量与第（１）列相同。
结果显示，父母的酗酒行为不能显著影响子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为了进一步验证父母酗酒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在控制机制变量后，研究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

认知、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是否不存在明显的变化。由于机制变量存在缺失，样本量有所调整，因此，
表２的结果需要重新估计。表３第（３）（６）（９）列报告了估计结果。本文发现父母耐心程度对数学和
自律能力的影响分别为０．０６和０．０６９，对字词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与表２采用较大样本估计所
得到的结果非常接近。表３第（４）（７）（１０）列进一步报告了在控制父母酗酒行为后，父母耐心程度对
子女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耐心程度对数学成绩的影响为０．０５８，对自律能力的影响为

０．０６８，几乎没有变化，这也确定了父母酗酒并不是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数学成绩和自律能力影响的
中介变量。

—６４—

①

②

篇幅所限，结果留存备索或参考经济学动态网站相应工作论文。

一个潜在的问题是，父母酗酒行为是否反映了风险偏好，而不是时间偏好？我们比较了父母酗酒行为和父母
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相关系数。结果发现，酗酒行为和风险偏好的相关系数尽管为正值，表明偏好风险的父母更
喜欢酗酒，但这一数值很小，仅为０．００９，在统计上不显著。而父母酗酒行为和时间偏好的相关性为－０．０７，具有
强相关性，且在统计上显著。在本文稳健性分析部分，我们将进一步对父母的风险偏好进行控制，以剔除风险偏好
的影响。



表３　父母耐心程度的中介效应分析（父母酗酒的传导机制）

父母酗酒 数学成绩 字词成绩 自律能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父母时间偏

好（耐心）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５）

父母酗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６
（０．０８７）

－０．１２３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７６）

样本容量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注：ＣＦＰＳ　４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估计，估计方程为模型（１）。子女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上学阶
段、父母预期的成绩和兄弟姐妹的个数。家庭特征包括父母的年龄、教育年限和家庭储蓄以及家庭收入。各回归均
控制了子女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年份和县固定效应，下同。

２．父母教育方式。Ｄｏｅｐｋｅ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１７）将父母的教育方式概括为四种，包括独裁式（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宽容式（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ｖｅ）、放纵式（ｕｎｉｎｖｏｌｖｅｄ）和权威式（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近些年来，一种新
的科学性的教育方式，即自主支持式教育（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ｇ）被提出。该教育方式将
传统的四种教育方式的优点进行凝练，强调父母对子女的理解、支持以及与子女的沟通。学者们发
现，自主支持式教育有利于提高子女学习动机、有效达成任务目标，从而更加有效促进儿童发展
（Ｆｒｏｉｌａｎｄ，２０１１）。在上文的研究中，本文发现耐心父母养育的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更高，一个可
能的原因是，较高耐心程度的父母更多采用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例如，耐心的父母可能更容易与
子女进行沟通，倾听子女的意见从而解决子女的诉求，并提高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
本文首先对父母是否采用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进行研究。从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ＣＦＰＳ

调查中，获得包含４９５个观测值的样本数据。图２绘制了父母时间偏好与采用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
的关系图，从图２可以发现，时间偏好分数越高（越耐心）的父母，采用自主支持式教育的倾向越高。
随着父母耐心程度的下降，采用自主支持式教育的倾向就越低。总体来讲，父母的耐心程度与自主
支持式教育倾向正相关。

图２　父母时间偏好与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

本文仍然采用与方程（１）类似的设定，以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对父母时间偏好进行回归。表４
第（１）列报告了估计结果，发现父母的时间偏好对其采取的教育方式有显著影响，父母的耐心程度每
提高１个标准差，会导致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增加０．１１８个标准差，即耐心的父母会采取更加
科学的教育方式，倾听子女遇到的问题，并与子女沟通解决。

表４第（２）～（１０）列展示了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父母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父母耐心
程度进行回归的结果。第（２）列显示，父母采取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有利于提高子女数学成绩。具
体来讲，父母采取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每提高１个标准差，可以提高儿童数学成绩０．０７７个标准差。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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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第（１）列的估计系数，可以算出教育方式的传导机制中，父母耐心程度对儿童数学成绩的机制效
应为０．００９个标准差（０．００９＝０．１１８×０．０７７）。表４第（３）列报告了采用没有缺失父母教育方式变
量的子样本重新估计父母耐心程度对数学成绩的影响，发现父母耐心程度提高１个标准差可以显著
提高子女数学成绩０．０９８个标准差。因此，父母耐心程度引起的父母教育方式的转变可以解释儿童
数学成绩变化的９．２％（９．２％＝０．００９／０．０９８×１００％）。第（４）列加入了中介变量“自主支持式教育
倾向得分”。结果显示，父母耐心程度依然对子女数学成绩有显著影响，但系数减少了０．００８
（８．２％），这也与本文计算得到的９．２％接近，即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在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数学成
绩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表４的第（５）～（７）列显示，父母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对子
女的字词成绩没有影响。
表４第（８）～（１０）列报告了父母教育方式对子女自律能力的中介效应。第（８）列显示，父母自主支持式

教育倾向得分每提高１个标准差，可以提高儿童自律能力０．１２个标准差。进一步，本文可以得到教育方式
（在父母耐心程度对儿童自律能力影响）的机制效应为０．０１４个标准差（０．０１４＝０．１１８×０．１１６）。由于父母
耐心程度对子女自律能力的总效应为０．０６７个标准差（第（９）列），因此，父母耐心程度引起的父母教育方式
的改变可以解释儿童自律能力变化的２０．９％（２０．９％＝０．０１４／０．０６７×１００％）。第（１０）列进一步加入自主
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自律能力的影响系数减少到０．０５４（减少１９．４％），减少
的效果与２０．９％非常接近。所以，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在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自律能力的影响中也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发现父母的耐心程度影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耐心的父母采用更为科学的教育

方式，进而提高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

表４　父母耐心程度的中介效应分析（教育方式的传导机制）

自主支持

式教育

倾向得分

数学成绩 字词成绩 自律能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父母时间偏好
（耐心）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２）

自主支持式教

育倾向得分
０．０７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５）

０．１０９＊＊
（０．０４７）

样本容量 ４９５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９２９

　　注：第（１）列为将ＣＦＰＳ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估计，估计方程为模型（１）。第（２）～（１０）
列为将父母耐心程度和教育方式得分匹配四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回归，估计方程为模型（１）。

３．父母耐心程度的代际传递。接下来本文论证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变化是否是受到父母
时间偏好代际传递性的影响，即父母时间偏好是否通过影响了子女时间偏好从而影响了子女的认知
和非认知能力。Ｗｅｂｌｅｙ　＆Ｎｙｈｕｓ（２００６）发现父母的时间偏好会影响子女的时间偏好：越耐心的父
母，子女也会越耐心。Ｄｏｈｍ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０）的研究将耐心程度和认知能力建立联系，发现较为耐心的
个体的认知能力表现也更好。
由于青少年并没有储蓄，无法直接衡量青少年的耐心程度。本文在ＣＦＰＳ中选取了询问青少年

做事态度的问题，即“我做事情细致周全”用来衡量青少年的耐心程度。可以合理地认为，一位做事
细致周全的儿童具有较好的耐心程度。该问题的答案同样以５级Ｌｉｋｅｒｔ量表衡量，其中，１表示“十
分不同意”，５表示“十分同意”。本文进一步按青少年年龄和调查年份标准化成均值为０，标准差为１
的标准化分数。图３描绘了父母耐心程度（即时间偏好）和子女耐心程度的相关性，可以发现父母时
间偏好取值越高（越耐心），子女在做事周全方面的平均得分也越高。这意味着父母的时间偏好可能
存在代际传递。
本文采用类似模型（１）的设定，并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青少年的耐心得分，对父母耐心程度、

—８４—



图３　父母时间偏好与子女时间偏好

青少年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回归。同时，为了排除教育方式的影响，本文将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
作为控制变量也加入方程中。表５第（１）列报告了估计结果，发现父母时间偏好存在显著的代际
传递性：父母耐心程度每提高１个标准差，青少年耐心程度得分增加０．１３５个标准差，结果在５％
水平上显著。由于青少年耐心程度只有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的数据，本文将２年的儿童的时间偏好
数据与４年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数据进行匹配①，进而得到４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样本量为

９２０个。

表５第（２）～（１０）列报告了估计结果。本文使用子女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对自身的耐心程度进
行回归，发现青少年的耐心程度对数学和字词成绩的影响微弱且并不显著，但子女的耐心程度对自
律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讲，第（８）列显示，子女的耐心程度每提高１个标准差，自律能力
提高０．１８２个标准差，结果在１％水平上显著。进一步，本文可以估算出父母时间偏好通过代际传递
对儿童非认知能力影响的传导机制效应为０．０２５个标准差（０．０２５＝０．１３５×０．１８２）。第（９）列采用子女
时间偏好没有缺失的样本估计显示，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自律能力的总效应为０．０５５个标准差。因此，

父母耐心程度的代际传递性可以解释儿童自律能力变化的４５．５％（４５．５％＝０．０２５／０．０５５×１００％）。

第（１０）列进一步控制了中介变量，结果显示，父母耐心程度对子女自律能力的影响系数为０．０３（相比
第（９）列同样降低４５．５％），说明子女时间偏好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以上的结果表明，父母与子女的耐心程度之间存在代际传递，耐心程度的代际传递主要解释了
子女非认知能力的变化。

表５　父母耐心程度的中介效应分析（子女时间偏好的传导机制）

子女时间

偏好
数学成绩 字词成绩 自律能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父母时间偏

好（耐心）
０．１３５＊＊
（０．０６４）

０．０９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３）

子女的时间

偏好（耐心）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２）

０．１８２＊＊＊
（０．０４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４６）

样本容量 ３９８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９２０

　　注：第（１）列为将ＣＦＰＳ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估计，估计方程为模型（１）。第（２）～（１０）列为将父
母时间偏好和青少年时间偏好得分匹配四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回归，估计方程为模型（１）。家庭特征还同时控
制了父母自主支持式教育方式。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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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分析

本部分将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解决父母耐心程度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可能源
于以下几点：首先，儿童的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可能会反向影响父母时间偏好。本文寻找工具变量对
模型存在的所有内生性问题进行解决。其次，时间偏好可能与风险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关性，
因此本文对父母的风险偏好进行控制①。

（一）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
表６报告了基于模型（２）的回归结果。Ｐａｎｅｌ　Ａ报告了２ＳＬＳ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

父母的灾害经历与父母耐心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具体来讲，对于敏感时期（５～１４岁），经
历普通灾害的父母会降低耐心程度，而经历严重灾害的父母则更加耐心。灾害的非线性影响也与已
有文献的发现一致（Ｂｅｒｎｉ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②。同时，本文发现在２～４岁或１５～１８岁经历灾害则提高
了父母的耐心程度。以上估计结果均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
关。第一阶段较高的Ｆ值也表明选用的工具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６　父母耐心程度对青少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父母时间偏好（耐心） 数学成绩 字词成绩 自律能力

（１） （２） （３） （４）

Ｐａｎｅｌ　Ａ　２ＳＬＳ第一阶段回归

５～１４岁普通灾害
－０．４７３＊
（０．２５０）

５～１４岁严重灾害
０．３１３＊＊＊
（０．１０１）

２～４岁或１５～１８岁灾害
０．７６６＊＊＊
（０．１８７）

Ｆ检验 １２．５８０

Ｐａｎｅｌ　Ｂ　２ＳＬＳ第二步回归

父母时间偏好（耐心） ０．１６５＊
（０．０９８）

－０．１８１
（０．１２６）

０．２７７＊＊
（０．１３２）

样本容量 １４０８　 １４０８　 １４０８

过度识别检验（Ｐ值） ０．３１３　 ０．９２５　 ０．２７３

　　注：灾害数据通过中国灾情报告、中国气象数据网和网络数据筛选搜索而得。将ＣＦＰＳ４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横截
面估计，估计方程为模型（１）。Ｐａｎｅｌ　Ｂ第（２）～（４）列控制了子女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年份和县固定效应。

Ｐａｎｅｌ　Ｂ报告了２ＳＬＳ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可以发现，父母的耐心程度仍然对儿童的数学成绩
和自律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讲，父母耐心程度增加１个标准差可以增加子女数学成绩

０．１７个标准差，增加子女自律能力０．２８个标准差，结果均至少在１０％的水平上异于０。相比表２的
结果，表６的估计系数有所增加，说明表２的估计存在低估的问题。本文仍然发现父母的耐心程度
对子女的字词成绩没有显著的影响。本文选用了多个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较大的Ｐ值表明模型
没有拒绝不存在过度识别的原假设。

（二）遗漏变量———对父母风险偏好进行控制
已有文献发现，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存在联系。比如，有学者认为偏好风险的个体往往耐心程

度较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同时，父母的风险偏好同样被发现存在代际传递性，并可能影响子女

—０５—

①

②

本文还考虑了可能的反向因果对结果的影响。具体来讲，我们将父母时间偏好过去的测量值和儿童未来的表
现进行联系，重新进行估计。另外，我们还采用了另一个变量度量父母时间偏好，对模型进行估计。在考虑这些问题
后，本文所得主要结论不变。篇幅所限，备索。

Ｂｅｒｎｉｌｅ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发现经历了严重灾害的个体会表现出较弱的风险偏好，而经历中等灾害的个体会偏好风险。



的人力资本发展（Ｄｏｈｍ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Ｄｏｅｐｋｅ　＆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１７）。也就是说，上文发现的父母耐心
程度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可能包含了父母风险偏好的效果。为此，本文引入风险偏好，
对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
在ＣＦＰＳ调查中，关于父母风险偏好的变量通过问题“假如您家投资／在投资中，您愿意承担的

风险如何”来测度。此问题采用４级量化得分，１表示“高风险、高收益”，２表示“适中风险、稳健收
益”，３表示“低风险、低收益”，４表示“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该指标得分越高，说明父母越不愿意
承担风险。本文将分数进行反向处理，得分越高，父母越偏好于风险，进一步将其进行标准化。由于
风险偏好指标变量的缺失，所得样本量为１４８２个。样本量的减少并不会影响样本整体特征，因此，
这部分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仍具有可比性。

表７　父母耐心程度对青少年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加入风险偏好）

父母时间

偏好（耐心）
数学成绩 字词成绩 自律能力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父母时间偏好
（耐心）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２）

父母风险偏好
－０．０８６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

样本容量 １４８２　 １４８２　 １４８２　 １４８２　 １４８２　 １４８２　 １４８２

　　注：将ＣＦＰＳ４年的数据进行混合横截面估计。

表７报告了估计结果。第（１）列以父母时间偏好作为被解释变量对父母风险偏好进行回归，以
探究父母风险偏好对时间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虽然偏好风险的父母耐心程度会较低，但是这一
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风险偏好与耐心程度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其次，表７第（２）（４）（６）列报告了
基于模型（１），用父母的风险偏好替换父母的时间偏好进行回归的结果。本文发现，父母的风险偏好
对儿童的数学成绩和自律能力并没有影响，但对儿童的字词成绩的影响在１０％的水平上显著。表７
的第（３）（５）（７）列报告了同时估计时间偏好和风险偏好的结果。结果显示，父母耐心程度对儿童的
数学成绩和自律能力的影响效果依然存在，并且系数与表２相比变化不大：父母耐心程度上升１个
标准差，可以提高子女数学成绩０．０６个标准差，自律能力０．０７个标准差。同时，父母风险偏好对儿
童字词成绩的影响不再显著。以上结果说明，本文的结果并不受父母风险偏好的影响。

六、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父母耐心程度与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之间的关系，
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
首先，父母的耐心程度对儿童的数学成绩和自律能力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父母的耐心程度每增

加１个标准差，会提高子女数学成绩０．０７个标准差，自律能力０．０７个标准差。其次，为了验证父母
的耐心程度影响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传导机制，本文分析了父母行为、父母教育方式和耐心程
度的代际传递三个传导机制。本文发现耐心程度越高的父母越倾向于采用更为科学的自主支持式
教育方式教育子女，并证明了父母耐心程度每上升１个标准差，自主支持式教育倾向得分提高０．１２
个标准差。该机制可以解释子女数学成绩变化的９．２％和非认知能力变化的２０．９％。本文发现越
耐心的父母养育的子女也越耐心，并进一步提高了子女的非认知能力表现。研究结果表明父母耐心
程度每提高１个标准差，可以提高子女的耐心程度０．１４个标准差，该机制可以解释子女非认知能力
变化的４５．５％。再次，本文通过内生性问题的多方面解决验证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
本文证明了个体的耐心程度不仅影响自身人力资本的发展积累，同时也会影响下一代的人力资

本。家庭教育在保证对子女的物质投入和时间投入以外，更需要以身作则，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保
持足够的耐心，才能更有效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表现。对父母而言，他们的耐心程度对子女的影响

—１５—

吴贾等：父母耐心程度、教育方式与子女人力资本积累



　 　２０２０年第８期

是潜移默化的，需要家长重视。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开展社会活动引导家长注重自身的耐心程度
有助于提高家庭物质投入的回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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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贾等：父母耐心程度、教育方式与子女人力资本积累


